
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重要突破口，也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

重要外部条件，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自由发达程度的标志，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客观需

要。从重塑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讲，社会组织有助于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新格

局，从而实现“善治”。①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

中，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格局，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

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管理理念的

转变直接促进了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重新定位，国家“十二五”规划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中赋予

社会组织相应的角色、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

组织体制。但社会组织整体增长乏力，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基于此，本研究拟深入分析

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困境，拟对推动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寻找一种解释的路径。

一、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总体良好，但仍需进一步厘清人民对社会组织观念的认识

改革开放前，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成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马

克思主义的“国家管理社会化”错位为“社会管理国家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压制，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大

包大揽，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政治环境、社
会生活、文化观念的变化，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针对社

会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这不仅表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重视，还预示着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

的作用开始得到政府的认可，预示着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由管制、防范开始走向规制、培育和支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到“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
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央对于社会组织管理在指导思想和顶层设

计上已经全面完成了对双重管理体制的整体突破。民政部通过签订省部协议，设立改革创新观察点，直接

突破多种类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限制以及对地方实践的肯定、鼓励和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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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向服务性管理的转型时期；支撑社会组织建设的制度平台尚不完善；部分社会组织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
大；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文化氛围还处在转型期等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政府应加
强顶层设计，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抓住典型地区社会组织建设这个关键，抓住公信力这个核心，抓住人才建设这
个基础，最终促进社会组织步入全面发展和大幅提升时代。

关键词：社会组织；深层困境；对策探讨
作者简介：谭日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北京 100101）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社会心态与民生建设研究”（13JDSHA005）

·32·



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给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由是观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利好”，空间越来越

大。但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观念仍需进一步厘清。由于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政府对社

会组织的发展依然忧心忡忡，主要表现在怕担责，一旦注册的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形象上

出现污点，那么与该社会组织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审批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直接影响到单位

负责人的升迁，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出于宁肯不干事，也不要出事的

观念，对社会组织的发展采取不理不睬的政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就是不登记、不注册，迫使大量的社

会组织转而向工商部门登记，从而形成了目前大量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据俞可平估

计，在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 300 万个，且年均增长率在 8%～10%。这意味着，近九成民间组

织处于“非法状态”，从而使得大量的社会组织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处于非法地位，严重制约了社会组织

的发展。
2. 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但社会公信力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构成当代世界公共事务管理中三大治理主体，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正在形成。
社会组织可以依靠道义的力量征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它在动员资源解决重大问题和提供公共物品和

公益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政府和公民

的关系，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有鉴于此，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求与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第三部

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承担治理的重任。社会组织还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来自民

间组织的压力常常迫使政府改变某些政策。许多社会组织特别是新闻媒体还积极主动地监督执政党和政

府的行为，揭露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各种不法行为，促使执政党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腐败现

象，来自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制约，推动着执政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改善了政府的形象，从而进一步增强了

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和公民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为公民提供了组织

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手段。向执政党和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并促使政府对公民的要求作

出及时和负责任的回应。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已崭露头角。但在一些热点事件中，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屡屡受

到质疑，特别是 2011 年，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危机、中非希望工程项目“卢美美事件”引发的中国青

基会信任危机、尚德诈捐门事件引发的中华慈善总会信任危机、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地产事件引发的宋庆龄

基金会信任危机等的社会组织的公信力问题正在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命脉以及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与中心。一些公益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不负责任，不注重服务质量，只顾自己利益，侵蚀公众利益；

有的进行违规违法运作，欺骗政府，欺骗社会公众，欺骗消费者，攫取不义之财，更是造成了公益组织信誉

的大面积塌陷。公益诚信问题，直接关系到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中国公益事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解决公益组织的诚信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3. 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组织寄予很大的期待，但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能动性和行动力不足的困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推进，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期待有所加强。有学者认为，政府期望

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是政府与社会的“黏合剂”。社会公众认为

社会组织首先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伞”，是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也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内生要求。②但无论是草根组织与政府之间脆弱而带有偶然性的“权宜共生”，还是官办社

团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契合关系”，都刻画出政府在权力格局上的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组织必须

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从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或运行模式来看，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实行

的是“家庭式管理”。从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来看，“能人”效应过重，并且由于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公

益性与自发性，因此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挤占”国家或政府的传统空间，因此国家或政府部门对社会

组织就不可能大力鼓励。况且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建立是由政府发起的，而非自愿结社，它们更多代表的

是政府的利益，而非社会成员的利益，加之目前社会组织的服务仅限于公益互助领域，因而，难以获得社会

的普遍认同。大多数社会公益组织内部没有实行民主治理和问责制，对外则更多地向捐款方负责。很多公

益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很差，并且部分公益组织受经济利益驱使，将营利作为首要目标，与营利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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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界限日益模糊。一些公益组织甚至成为个人沽名钓誉的场所，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甚至政府的阶梯，他

们在做决策时可能既不征求受惠人的意见，也不对社会公众负责。这样，社会组织自身的行动能力就大打

折扣，行动力明显不足。

二、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困境分析

1.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建设正从控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社会组织发展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从“严

格限制”到“逐步放松”的转变。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除了党和政

府设立的群众性团体外，不允许其他社会组织存在。虽然 1950 年政务院通过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
规定了社团登记的管理机关为政务院下属的内务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但由于实行严格管制，这个阶

段，除了党和政府自己设立的工青妇组织和科普组织外，其他社会团体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社会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法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社会也迅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987 年民政部起草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于 1989 年由国务院发布实施，该条列在 1998 年进行重大修改后再由国务院

颁布施行。此外，国务院在 1998 年同时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 年 2 月，民政部

在 1988 年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修订并颁布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个条例构成了

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总之，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在强化和推进社会管理

创新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政府依法对社会的规范和管理

和社会在法律、政策和道德范围内的自我管理。这种管理体系要求既要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成

效，也要同步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由于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自我管

理重视不够，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而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状况将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构建

的成败。与西方主张社会组织的完全自治以及强调抗衡政府的作用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是

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自治和协同作用。社会组织既是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也是政

府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助手和补充。善待、善用和善管等管理理念的转变与提出，说明今后将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尊重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在依法监管和社会监督及行业自律下促进社会组织

健康发展。总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
2. 制度平台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组织发展的伟大实践

制度，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社会的行事准则。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必须有政府制度的大力支

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各项制度还处于建设和不断完善的阶段，在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身

安全、治理秩序的经济社会领域已建立了大量的法律制度，但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由于立法规划的滞后

以及立法资源的不足，导致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出台一部针对社会组织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尚缺乏一

部社会组织的“母法”，只有分散的几个专门法规，立法层次偏低。这种状况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

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均未做出明确规定，为培育和扶持社

会组织的发展找不到法律支撑。信息不对称、团队卸责和分权悖论是组织腐败形成的内生因素，而政治体

制与政治文化的缺陷、委托—代理理论揭示的监督机制失灵和社会转型期规则变迁的特殊性则为组织腐

败的产生提供了外部社会条件。③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

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虽然在个别地方，如深圳、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均有不同层次的规章制度，

但整体上立法层级太低，不足以覆盖全国和推而广之，这阻碍了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整体上的立法

进程，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客观形势。
3. 部分社会组织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逐利性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摸索，才逐步建立

和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开始建立才几十年时间，制度基础、价值准备等尚不完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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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其负面因素的积累乃至放大。市场竞争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发

展不平衡，人性的货币化和对金钱的崇拜，都在不断放大市场的逐利性，对个人权益或自我利益的诉求趋

于强烈甚至过度。中国公益组织的诚信建设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诚信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此发

展过程中，部分社会组织发展不规范，牟利动机强，甚至打着公益的旗号，实施伪公益真营销、假慈善真捞

钱，这些合法与非法民间组织违规敛财现象被媒体放大后，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导致社会组织的公信

力出现危机，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4. 支撑社会组织建设的文化氛围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低导致社会组织建设难度加大

在西方，公民社会源远流长，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来自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普遍的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公益精神等④。中国社会的构成是以“自我主义”即利己主

义为中心，根据“己”之血缘、资本而伸缩自如的“差序格局”是其基本衍生逻辑。这种伸缩自如的私德模糊

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可以助推牺牲大家成就小家甚至个人现象的发生。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我

国公民文化的缺失，不仅使我国社会组织在孕育上缺乏文化基因，造成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上的先天困

境，而且导致了社会组织在后天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困难。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上的不足，直接导致了

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在更深层次上造成了社会组织制度建构上的滞后和不足。⑤西方

的体制环境给慈善事业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有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

与支持等。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社会中原有

的公益观念也变得模糊，使得社会组织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社会公信严重不足。这就

导致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不支持、不理解、不参与，在城市社区，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设立以及服务活动

的主要是比较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在各社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社区成员的参与力度明显不足，甚至很多社区

居民置身事外，成为了专业成员的独角戏。这一切，都成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无形障碍。

三、社会组织建设的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最终才能达到“公民社会，共同

成长”的目标。要走出中国社会组织的困境主要在于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当积极调整对社会组织的定位，社

会组织自身也应努力提高行动力，以适应政府和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⑥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五个

方面着手。
1. 加强顶层设计，探索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联动体制，强化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协调对接

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体系的创新发展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涉及众多方面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某一

领域或某一环节的创新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效果。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由民政部门统筹，分散

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中，尚未形成体系，单靠民政部门一家也很难实现全面的系统变革。建议加

强顶层设计，尽快把社会组织发展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和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大提高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协调力度和层次，重视推动社会组织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积极考虑社会组织在城

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等多方面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

不同社会阶层所能承受的参与成本的差异，适当降低法律关于会员数、关于活动资金最低限额对于社会底

层、弱势群体、贫困山区社会成员的规定，这就要求在立法层面，降低社会组织登记准入门槛。在执法层面，

加强对社会组织筹备、日常活动开展，以及打击和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方面的制度设计。在社会组织发展

的初始阶段，政府重在培育和扶持，后期重在监督与服务，待条件成熟、法律环境具备后可以考虑由行业协

会发挥自律作用。
2. 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立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社会组织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组织进行治理。治理相对社会组织来说，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

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

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⑦杰索普曾言：“治理的要点在于：目标定于谈判和反思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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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谈判和反思加以调整。就这个意义而言，治理的失败可以理解成是由于有关各方对原定目标是否仍

然有效发生争议而未能重新界定目标锁定。”⑧所以应该推动社会领域的立法，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

规制与管理，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的建设，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因为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实践告诉人们，“非政府组织是作为一种中间调节机制出现的，可以弥补市场调节和政

府管理的不足”。⑨相关法律的完善能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划分一条法律上的界限，保障社会组织在发展

过程中免受权力和市场的过分干扰，也明确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分工合作的领域和方式，三方关系的优

化将发挥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促进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结合我国实际尽快颁布制定有关规范社

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对失信的惩处力度，建立起一整套对社会组

织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社会组织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营造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

严的法制氛围。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应构建非营利组织透明度提升机制，根据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提供特点与

信息使用者需求，制定非营利组织透明度的数量标准与质量标准。⑩同时，加大对不合格社会组织的曝光力

度，将不合格社会组织、公信力差的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加大劣质社会组织的经济

成本和社会信誉成本，以起到震慑作用。使法律法规真正起到惩罚假公益组织、警示企图违规者和保护品

牌公益组织的效果，并以此确立起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为正常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保障，为社会组

织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律基础。
3. 抓住典型地区社会组织建设这个关键，尽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组织管理系统

从当前社会组织在全国的创新实践来看，采取多种措施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达地

区的重要政策目标。考虑到社会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今后将采取

更大的力度和更多的措施来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如何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将成为今

后各地政策创新的重点和亮点。从各地经验来看，北京、深圳、广东、上海等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培育

扶持政策体系，其他地区培育扶持的各项措施和制度建设都亟待健全和完善。如由上海最先提出，北京实

行最深入的“枢纽型管理”，就是鼓励各类社会组织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联合会，支持街道、乡镇、社区成

立社会组织的联合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在社会组织体

系中，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作为综合信息平台、社情民意沟通平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

之间架起密切沟通和无缝隙监管的监督管理作用，可以发挥培育扶持作用，弥补专业孵化器孵化数量有限

的局限，可以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弥补登记管理部门监管力量薄弱和日常监管的不足，还可以发挥榜样引

领、行业自律等作用。輥輯訛虽然像北京地区实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不见得能在全国适用，但我们应积极总结全

国典型地区的先进经验，为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组织管理系统提供可资借鉴的管理模式。
4. 抓住公信力这个核心，充分发挥针对社会组织的舆论监督作用

公信力危机，一直是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公信力危机说到底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和

规范运作问题。一系列诸如“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汹涌舆情主要指向公益机构不规范、不透明的运作与管

理，也凸显了公众对捐款的担心、对打着慈善旗号谋取不当利益之商业组织的警惕。中国以往的慈善捐赠

活动，还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捐赠人无从知晓自己的捐款是否被合理使用。当“天价餐”、“万元帐篷”、
“郭美美事件”等负面信息传播时，社会公众对官办慈善组织垄断地位的不满，对捐款的担心被激发和放

大，使整个社会都来关注、怀疑、反思和追问公益慈善组织。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舆论，不仅只是推动了中

国红十字会的改革，而且大大推动了整个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进步和提高。輥輰訛郭美美事件所掀起的舆论压

力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巨大的倒逼作用和正面推力，使包括官办和民办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

认识到：有了透明度和公信力才是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本。要确保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监督主要分机构

自律和外部监督两种。机构自律在慈善事业的内部发生作用，政府监管与社会各界的监督则在慈善事业的

外部发生作用，当慈善机构运行合法且规范时，外部的监督实际上不起作用。因此，政府监管只起依法裁判

的作用。輥輱訛对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应当以“反应迅速，运作灵活，覆盖全面”的特点匡扶政府不足，同时应根

植社会，面向公众，以社会需要为导向，提高自身信任度和支持率，尽量摆脱外部干预，独立发展，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因为社会组织以机构自律为主、政府和社会监管为辅，两者的配合协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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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但机构自律尤其是较高层次的自律更应值得重视，因为这是确立慈善机构

公信力的根本。輥輲訛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政府要注重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还社会发展更多的空间，加

大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管理效率，敦促大型社会组织做好表率，发挥示范组织的积极作用。
5. 抓住人才建设这个基础，大力推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建设面临资源短缺和能力建设不足两大瓶颈。但随着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成为政

府的重要工作，来自政府的购买服务和各种类型的资金补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快

速崛起，越来越多的资助性基金会开始涌现，社会组织面临的资源短缺开始大为改观。但由于社会组织的

主要成员为志愿者，长期面对人才短缺的状况，2011 年 11 月，中组部、民政部等 18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

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为社会组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文件。因此社会

组织建设应抓住这一契机，建立健全人才引进、社会保障、职称评定等工作，营造社会组织人才成长的浓厚

氛围，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大幅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总之，社会组织发展需要足够的空间，有空间才能发展得快发展得好。目前社会组织管理还存在很多

的问题。很多的条块管理、行政管理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需要加快解决。创新社会管理无疑会形成巨大的

挑战，挑战难度比经济改革更大。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困境，为社会组织发展整体

乏力“号脉”，以准确诊断“病因”，并对症下药，以期促进社会组织的大繁荣、大发展，最终促进中国社会的

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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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AN Ri-hui

Abstract：Fostering social organiz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work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the new period.
Bu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control administration to service management，system
platform supporting social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not perfect，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s enlarged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still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All these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center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and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ome typical areas，and taking credibility as the core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s the foundation，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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